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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与阳谋：
法国一战期间在华募工合同的订立

张思甜

摘  要｜一战中后期，北洋政府有意加入协约国的阵营作战，以谋求战后国际地位，求得弱国一线生机。然而此

时中国的军力和财力都不足以支撑国家派遣军队直接加入欧陆作战，且北洋政府仍然忌惮德国在华势力

的威慑，遂提出“以工代兵”策略。协约国在华的募工几乎同时展开，其中以法国陶履德募工团与惠民

公司之间的募工合同最具代表性。惠民公司首先以私人公司的名义与法国带有军部背景的募工公司签署

代理募工合同，再与华工个体之间签署个人用工合同，代替法国以募工之名，行募军之实。两个版本的

合同之间在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背后显示出了本次募工合同的特点，两个版本合同的条文在很多方

面也都体现出了不平等性。最终，在中法两国政客的合谋“欺诈”下，大批华工为了谋生，远渡重洋踏

上了欧陆的战场，最终魂断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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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14 年 7 月，以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夫妇在

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为导火索，西方两大军事集

团——以德国、奥匈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

为核心的协约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级

大战。“当欧洲 1914 一代对即将来临的那场血腥

的成人仪式毫无防备，兴高采烈地迈向战场之时，

中国的新一代却因为面对国际体系的新变化所带来

的挑战而充满了危机感。”［1］一战主要的参战国

在中国的领土上拥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当局

意识到了可能会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为了防止战争

波及中国，北洋政府于 1914 年 8 月 6 日宣布保持

中立。然而不论中国作何打算，处于德国控制下的

胶东半岛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列强在远东斡旋的战

场。随着旧的国际体系崩溃，原先列强在中国的均

［1］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

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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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随时可能被打破，日本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

已然对德国在山东刚刚失去的那部分特权虎视眈

眈。中国对欧战长达三年的“中立”过程中，陷入

无法解脱的矛盾心理。［1］

二、转机的到来——“以工代兵”
计划的诞生

1914 年 8 月袁世凯出于对青岛问题的担忧，

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John Jordan），中国政

府愿意提供五万名士兵加入英国远征军，参与一场

旨在收复自 1898 年以来就一直为德国所占据的青

岛的战争。中国还没有强大到仅靠自身的力量就可

以向德国发起进攻，尤其是在日本对这块领土的野

心已经昭然若揭的情况下，所以中国需要协约国的

支持。对袁世凯总统的提议，朱尔典甚至没有与他

同行的法国和俄国两国公使商议就断然予以拒绝。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也曾与法方交涉，拟派遣四十

（四万人）先锋营人赴欧参战，最终由于美国不愿

提供原定财政支援，法国无法解决运输问题，再加

英国有意之反对，而致胎死腹中。［2］然而随着欧

战西线战事的变化，事情在 1915 年发生了转机，

最终中国以“以工代兵”方式参与到了欧战战场中，

并于 1917 年成功加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

的阵营中。笔者认为，在英法西线战况、中国国内

局势的变动，以及华工本人出洋意愿三方面因素的

共同影响下，推动了这一转机的发生。

（一）英法西线战场的需要

1915 年以来，随着欧战的持续进行，法国国

土内部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杀戮场。［3］在索

姆河战役中，法国伤亡人数高达 20.4 万，［4］在

凡尔登战役中，法国伤亡人数更是达到了 35 至

38 万人。［5］一战期间，法国不得不动员 720 万民

众支援战争，约有 150 万名法国士兵阵亡（英国则

损失了至少 100 万名士兵，并有数百万人受伤）。［6］

截至 1914 年年末，在战争进行仅仅 5 个月的时间

里，法军的伤亡人数达就达到了 100 万，进入大

战的第二个冬天，即至 1915 年底 1916 年初，法

军自开战以来的总伤亡人数达到 200 万，法国的

兵源迅速枯竭。［7］

同时，为战争服务的相关部门同样面临着人力

补给的危机。以武器生产中的炮弹为例，法国战争

部为了增加炮弹供应量，除了组织大量的产业工

人投入炮弹生产外，还从政府和企业里召集了大

量妇女，就连罪犯和逃犯也加入到军工生产的行

列中来。［8］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以及严重的人员伤亡，

导致一战中后期法国国内劳动力严重匮乏。法国国

内的人力资源已经接近枯竭，能否获得新的劳动力

已经成为左右法国对德作战成败的关键，中国成为

法国眼中可以输入大量劳动力资源的不二之选。［9］

（二）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

北洋政府初次为加入一战付出的努力失败了，

然而初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北洋政府放弃努力。时至

1915 年年初，日本打算趁西方正全力以赴地忙于欧

战之机，迫使中国沦为它的附庸，提出了意在攫取

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二十一条”。面对胶东半

岛的主权危机，北洋政府希望能够参与到战后世界

新秩序及国际体系的建立中，近则可以防止胶东半

岛的主权被日本进一步攫取，远则可以谋求维护中

国的国家主权，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培育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好感，从而重新赢回中国自鸦片战争之

后所失去的东西——尊严、主权与威望。

时至 1915 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开

始广泛地支持一项新的官方目标：出席战后的和平

［1］王家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赴法》，载《民国春秋》1997年第6期。

［2］陈三井：《中国派兵参加欧战之交涉》，载《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1984年版。

［3］此说法引自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星期六晚邮报》的撰文。

［4］Peter Hart，The Somme: The Darkest Hour on the Western Front,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8.

［5］Jankowski P, Verdun: The Longest Battle of the Gre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J M Winter, The Great War and the British Peo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5-99.

［7］美梅尔：《一战秘史》，何卫宁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8］李志学：《一战期间法国募雇华工始末》，载《暨南史学》2014年第九辑。

［9］李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赴法华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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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获

得出席和平会议的资格。“以工代兵”是中国为了

实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一个巧妙手段，其目的是将

中国与协约国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纽带，并以

此强化中国作为战争一员的重要性。这一构想是梁

士诒［1］别出心裁的杰作，他认为协约国已然稳操

胜券，参加一战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与长远发展大

有裨益，而派遣劳工正是中国参与对德作战策略的

关键。

（三）华工出洋谋生的选择

就华工的赴法动机而言，大多数华工选择出国

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计，并不存在为协约国战争

事业与承担中国参战义务的主观意图。［2］曾为华工

提供服务的青年会干事傅葆森以及陈维新均对华工赴

法动机做过总结，综合二位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

点：（1）追求较优工资待遇、工时较短；（2）遭

遇天灾匪患，借此出外避难；（3）因失业谋生乏术，

寻找工作机会；（4）家庭不和，负气远行；（5）由

于负债和犯罪，逃走海外；（6）具有冒险精神与

好奇心理，瞻仰西方文化；（7）知识稍高者，求

觅更高尚的学问和技艺。［3］

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较广为存在。《民国二年

世界年鉴》中，载有民国二年中国工人每小时的佣

金为贰分，每天工作以十小时计，一天的工资为二

角。［4］而华工赴法做工的工资，即使扣除衣、食、

住以及保险费等，仍然较之国内高出不少。由此可

见华工背井离乡，甘冒生命之危险，飘洋过海，远

赴异国工作，所求不外乎较高的待遇。除此之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尤为

严重，累及十万余户，以及由此引发山东地区应募

苦力赴法者数量大增。［5］这也迫使华工们不得不

离开家乡，远赴欧陆战场以谋生。

三、募工活动的特点——基于两份
募工合同的差异分析

民国四年六月交通大惨案［6］发生，梁士诒因

遭牵连，避居北平西山，梁士诒在山中与法国驻华

公使敲定华工赴法助战之策。经过与梁士诒多次磋

商，1915 年 11 月 4 日，康悌再次向法国政府报告，

一位中国高官私下向他透露，中国政府可以为法国

军方提供 3 万名至 4 万名华工。11 月 11 日，法国

陆军部经过详细讨论，决定施行华工招募计划。12

月 1 日，法国军方任命退役中校陶履德（Gcorges 

Trupti）以农学技师的身份，率领法国募工团来华

招募华工，于 1916 年 1 月 17 日抵达北京。［7］惠

民公司在 1916 年 5 月由梁士治和中国实业银行（一

说是交通银行）行长王克敏筹备成立。［8］惠民公

司与法国代表磋磨数月，所订立合同条款共“二十八

条”［9］，而惠民公司与劳工之间所订立合同条款

仅“二十一条”［10］。两份合同版本的差异背后体

［1］梁士治（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曾在各个政府部门长期身居要职。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梁士诒是中国最富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此后他还曾担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作为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参与

了中国政府的各种机密决策，特别是外交决策。一战期间，他曾一度同时执掌中国的财政大权和外交大权。因为他广泛的社

会影响和杰出的战略思维，他甚至被称为“中国的马基雅维利”和“二总统”。

［2］张岩：《光环之下的个体世界：一战山东籍华工应募动因考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3］傅葆琛：《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411页。

陈维新演讲、韦生笔记：《留法华工之工作情形及工余教育》，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页。

［4］程德金：《民国二年世界年鉴》，神州编译社·上海，1913年版。

［5］李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赴法华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3。

［6］1915年6月，袁世凯指使亲信发动铁路大惨案，叶恭绰、赵庆华、张弧等交通系要人牵涉案中，以周学熙、杨士琦

为首的一批皖系政客趁机对交通系大加攻击。

［7］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台北市，1986年版。

［8］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9］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台北市，1986年版。

［10］陈翰笙主编，卢文迪、彭家礼、陈泽宪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5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中华书

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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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募工活动的哪些特点？出现此番差异的原因

是什么？这些是本章意在解决的问题。

（一）募工活动中的政府色彩

两个版本合同第一条均明确“中国工人决不会

被用于任何战事职务，仅供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摩

洛哥的各种实业和农业使用”，第三条均规定华工

“享有免费回国的权利。”但仔细对比两份合同中

此二条款的文本表述，“二十八条”合同版本均多

出了一句“由驻京法国公使代表法国政府担保之”，

此条款明确道出本次募工活动以法国政府名义进行

了担保，因而具有一定的政府色彩。“二十一条”

合同中并未出现此番“担保”表述，这一删减一方

面体现出法国募工团和惠民公司是假借私人名义与

劳工签订契约；另一方面体现出募工合同并未真正

想给予华工们平等的权利，担保条款的删除导致华

工实际上无权向法国公使伸张权利。结合募工活动

的背景，这一结果恰恰是“二十一条”合同起草者

想要追求的。

前文中已有述及，梁士诒在提出“以工代兵”

构想时，中国尚是战争的中立国，因而他认为中国

在募工活动中应展现出既不袒德、亦不袒法的格局，

不能由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直接交涉，只可由商人

出名，代政府负责，以免德国报复，及残害中国海

外华侨。［1］自 1916 年 6 月北京政府与梁士诒做出

切割之后，梁的招工活动从表面上彻底变为了私人

行动。［2］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在 1915 年 6 月 9 日向

法国政府报告：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帮助，但前提是

华工只能在“理论上”受雇于法国的私营公司，因

为中国在“形式上”仍然是一个中立国家。［3］北

洋政府也为避免招工引起德国、奥匈帝国的责问和

民间的猜疑，在募工活动中也特意保持了中立的态

度。根据海牙万国和平会议规定的《陆战时中立国

人民权利义务公约》第六条明确规定，中立国人民

独自出境前往交战国供职，中立国政府不承担责任。

北洋政府外交部援引此条文，确定了立场，认为“此

后外国人来华招工，全部由人民自由应募，政府不

必过问”。［3］

陶履德募工团也有法国私营公司的商人身份作

掩护，并且法国政府也在表面上承诺所招华工的工

作仅限于私营商业目的，但其所具有的军方和官方

背景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德国坚称，

法英在中国招募华工纯属私人商业行为，但在实际

过程中却又竭力不让当地的私营公司中介插手招工

事宜。惠民公司和陶履德募工团签订的是私人商业

合同，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份政府间的协议，

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参与了惠民公司和陶履德募

工团之间的招工谈判。虽然募工合同是以商业契约

平等的形式订立的，但从一开始，在法华工的管理

工作就划归法国陆军部下辖的殖民地劳工事务局负

责，法国政府对华工的管理安排方式明显违背了中

法两国所签署的合同。法国驻华公使康悌也亲口承

认他对将“殖民”一词与在法华工联系在一起感到

很不安，他甚至为此颇感惭愧。法国政府也承认华

工是被招募来用于支援法国的“国防建设”。实际

上中国政府完全清楚这些问题的其中原委，但是却

选择息事宁人，对此不作计较。［4］

图 1  华工的日常管理体系

（二）募工活动中的间接代理

陈三井先生在《华工与欧战》中认为，法国来

华招募工人，因不熟悉中国情形，而华工又皆乡民，

四处分散，于是由华商设立惠民公司，居间代为介

绍，其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对此笔者结合两个不

同版本的合同文本分析认为，陶履德为法国招募华

工这一行为，其性质并非居间合同，而以间接代理

［1］《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2］张岩：《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 年第1期。

［3］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台北市，1986年版。

［4］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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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妥当。

据记载，法国在中国招募华工有两种方式：一

是间接招工，由天津惠民公司包办（即在北京办理

的）；二是直接招工，由法国招工局负责，并委托

留法勤工俭学会代为招募。这两种方法有很大不

同，惠民公司的合同其条件与法国工人的条件差异

很大。而法国招工局的合同，其条件则与法国工人

没有区别。惠民公司招募的工人、工资和生活起居

都由该公司支配。而俭学会代招的工人，一切经济

问题都是工人直接与厂家接洽。惠民公司的包办属

于商业经营的性质，而俭学会的代招则属于义务的

性质。［1］由此可见俭学会的代招应当是居间合同，

因为其只起到连接法国招工局和华工的作用，并未

获得独立的身份，所出问题也由法国募工团直接与

工人接洽，而惠民公司可以直接支配工人的饮食起

居与工资发放资金，法国募工团对此并不管理和干

涉，应当为间接代理人。

此外，从两个版本合同订立双方当事人的区别

来看，“二十八条”合同的当事人一栏为：“（甲）

此方面为农学技师佐治陶履德君，住巴黎瓦塞路第

一百零四门牌；（乙）彼方面为惠民公司（下称公司），

由其经理人梁汝成君代表该公司，设在天津。”［2］

可以看出“二十八条”合同的当事人是惠民公司与

陶履德，而“二十一条”合同的当事人是惠民公司

与劳工们。由于居间合同［3］的当事人应当是委托

人和第三人，如果该合同是居间合同，那么合同文

本中的当事人应当为陶履德与华工们。所以惠民公

司不是以居间人的角色与陶履德订立的契约，而是

先与陶履德订立代理雇工合同，在此基础上，再与

华工本人订立雇佣契约，从而在华工与陶履德之间

搭建出了雇佣关系。民国时期，间接代理已广泛存

在于民商事案件中，“间接代理者，以代理人自己

之名义，为本人之算计，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而其效果转移于本人之代理也”［4］。惠民公

司当属陶履德的代理人一角，以间接代理的方式与

华工们订立契约，其效力转移于陶履德募工团。

（三）募工活动中的双重压榨

经过对两份合同文本的仔细对比，笔者归纳出

两份合同在工价、饮食、劳动福利的差异。如表 1、

2 所示。

［1］《补记法国招致华工事》，载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8页；《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二号，1917 年2月15日。

［2］陈三井主编：《欧战华工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版。

［3］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

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委托人须向居间人给付约定报酬的协议。

［4］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该版本附录记载，这一“安家

费”为30法郎。

表 1  两份合同在工资方面的差异

                                                                                     合同版本
    项目（单位：法郎）

法方与惠民公司所订合同 惠民公司与劳工所订合同

每日工价 1 5

每日额外扣除（食宿、衣、保险） 0 2.5

每月额外支付 30 0

休息日、节假日 0.5 0

旅行沿途 2 1

安家费 50 50（30）［5］

生病日补偿（花柳病等除外） 0.5 0

身故赔偿金
启程六个月内 135 135

六个月至合同期满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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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份合同在饮食方面的差异

                                                                                合同版本
       每日膳食（单位：克） 

法方与惠民公司所订合同 惠民公司与劳工所订合同

米
供足工人之饱食

100

麦面或高粱面 1000

肉或咸鱼或鲜鱼 230 180

青菜 230 230

茶叶 15 15

猪油或菜油 15 15

盐 15 15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一战期间中国劳工遭

受了资本两重剥削，一方面是法国的军火商和工厂

主通过政府授权的募工组织，与劳工签订不公平的

合同，压低了劳工的工资水平。根据上表可知，中

国劳工在合同期间的月工资仅有 50 ～ 70 法郎左右。

而一战前夕法国本地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每月

200 ～ 300 法郎，与此同时战争使工资大幅上涨，

时至 1921 年 2 月法国男性的平均日工资已涨至 18

法郎［1］，法国本土劳工与中国劳工之间在存在明

显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法国募工团作为资方，直接

从中国劳工的劳动中获利。另一方面，惠民公司作

为劳工招募活动中的代理人，进一步压榨了中国劳

工的权益，剥夺了他们的休息日权利，生病期间也

没有收入补偿。在饮食的标准上，惠民公司较法国

募工团而言，减少了每名工人每日可得到的主食和

肉的份量。且惠民公司每招募一名工人就可以从法

国募工团那里获得 100 法郎的佣金，这一赏金虽是

法国募工团支付的，但最终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嫁

到劳工身上，使劳工权益遭受进一步损害。

此外据记载，工人的工资交由惠民公司所指定

的交通银行进行存储，而交通银行完全由交通系掌

控，行长正是梁士诒，交通银行除了向工会支付过

境期间的工资外，还独占资金转账的垄断权。［2］

在安家费这一项费用中，法方与惠民公司约定的应

当为 50 法郎，而惠民公司与劳工订立的安家费则

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说是 50 法郎，也有一说是

30 法郎，惠民公司在其中是否克扣过安家费这一问

题难以考证。但是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交通系官

员克扣了工人工资，原定每人十五元，而惠民公司

竟独占了一半。以此项收款计算下来，公司在其中

牟利不下数十万元。此外，还出现了惠民公司经理

人扣发华工家属月费一案，引起了华工家属大闹天

津交涉署的风潮。［3］合同中虽约定了死亡赔偿金，

殖民地部队指挥部也会每月发给陶履德招工团以工

号标识的死亡工人名单，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家人也

不再收到任何授权汇款或月付款。［4］由此可见，

在一战期间，孤立无援的中国劳工成为了资本家们

瓜分利益的牺牲品。他们不仅遭受帝国主义资本的

榨取，还受到本国官僚资本的双重剥削。

除了以上论述中受到的直接的双重剥削外，出

洋的华工们由于被席卷到了愈发成熟的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系中，他们最终成为了这一全球化过程中

的受害者。虽然两个版本合同中都给予了华工相对

优厚的工酬，但是当一战结束华工们被遣返回国时，

由于战后法国的的通货膨胀，法郎迅速贬值，华工

实际获得的收入并不高。具体来说当华工初到法国

时，1 法郎可兑换 0.35 银元，华工们一天的收入相

较国内工人而言多出了一倍还多。但当大多数华工

［1］L. DE RIEDMATTEN, Monnaies, salaires et prix à travers l’ histoire, 85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statistique de Paris, tome 7-20

（1944）.

［2］Tsao，Y. 2018. Chapitre 2. Les conventions et les contrats d’ engagement. In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recrutés pa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rovence. Tiré de http://books.openedition.org/pup/46428.

［3］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惠民公司黑幕之披露》，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5页；《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二号，1917 年2月15日。

［4］Tsao, Y. 2018. Chapitre 5. Les décès. In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recrutés pa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rov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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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时，汇率已跌至 1 法郎只值 0.07 银元，与此同

时，国内普通工人的日薪也达到 0.3 ～ 0.4 银元。

这意味着法国给华工的所谓高薪，由于法郎和中国

银元之间的汇率大幅下跌，实际相当于国内普通工

资水平，与在中国工作的劳工薪水相比没有丝毫优

势。这些华工远涉重洋冒着生命危险所担负的工作，

甚至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1］且由

于大多数华工的工作地点靠近前线，不少人因此血

洒战场，甚至为协约国捐躯。［2］

四、募工合同的不平等性——基于
合同条款的分析

（一）募工合同存在欺诈情形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华工出洋除了可以藉

此机会获得报酬、一游西欧、增长见识外，“将来

归国于实业之发达，及社会之改良，均大有裨盆也”。
［3］然而在这样宏大背景的叙事下，个体的声音与

命运最终会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在清末民初这一

青黄交接，思想大动荡的时刻，作为农民阶级的华

工们绝大部分并未萌生出民族国家意识，只有几千

年来延续下来的宗族意识。正像梁启超所说，中国

只有朝廷和奴隶，而没有国家与国民。［4］事实上，

华工们远赴欧陆的目的并非出于国家大义，大多数

签约的华工并未完全了解他们签约工作的实质，其

中大部分人是文盲，甚至根本不知道欧洲的这场战

争。［5］他们既不明白战争之性质，也无法体会政

客们借箸代筹的深意，所求不过是较高的工酬与一

笔看来还算优厚的安家费。［6］

通过梁士诒等政客与法国募工团的多次协商，

惠民公司最终与法国签订了募工合同，并将“此项

工人决不干预战事”列于合同之开篇，然而从合同

订立之初，陶履德募工团和惠民公司都心知肚明，

此项招工之工人就是为了解决欧战战事导致法国人

力资源匮乏问题，尤其在军工领域。而从梁氏提出

策略的初衷，法国募工团的目的和军方背景来看，

这一条款无疑是虚伪的、具有欺诈性的，政客们对

“此项工人决不干预战事”这一条文彼此心照不

宣，将文字游戏玩弄得淋漓尽致。从德国公使接

二连三地抗议中，也可以看出，哪怕是德国的政客

对法在华募工一事之目的、功用，以及北洋政府的

纵容也心知肚明。华工们出于对谋生的渴望，远赴

异国他乡的战场，有些甚至魂断他乡。根据记载，

大量的华工要在前线战场附近工作，甚至进入战地

进行工事，而最终死于敌人可怕的炮火和轰炸。华

工的合同中没有一条规定他们要受军队管制，然而

他们得到的和要忍受的正是军队的管束和严厉的军

纪，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支后勤部队。［7］

那么陶履德与惠民公司之间的募工合同，以

及此后惠民公司与华工之间的募工合同，对于华

工本人而言就是一纸欺诈合同。陶履德与惠民公

司通谋，皆存在欺诈之故意，捏造虚伪之事实，

诓骗华工“决不干预战事”，并使得华工们因欺

诈而陷入了错误认知，自以为出洋可以安全地拿

到一份较高的薪酬，而签下了招工合同，最终却

在欧陆战场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值得注意的是，“此

项工人，不干预战事一节，当由法国驻北京公使

担保其严加遵守。”这一条款仅存在于“二十八条”

合同中，也即陶履德和惠民公司之间订立的合同，

在惠民公司与华工签订的“二十一条”合同中，

这一条款被隐蔽的被删去了，且这一条款也并未

约定，应当由谁来追责。这就意味着如果陶履德

［1］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徐国琦：《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参战研究》，载《二十一世纪》。

［3］陈三井主编：《欧战华工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版，第14页。蔡元培等人曾以招募华工渐成事

实，政府对于招工之方法不可无划一之规定，特致书内务总长孙洪伊，其函曰：“自欧战之兴，而招致华工之议渐成事实，

其篇利弊于吾国，一视其招工方法之如何而已方法善，可使人民生计得以一舒，且可使吾国工人得较精之艺能与较良之习惯

方法而不善，美欧禁例殷鉴不远，无俟繁言。迩来招工者杂然而起，方法既有不齐，效果必不能一致，且其间若有怀营利之

目的，视工人篇一种之商品者，则不惟人道所不许，抑亦国法所不容。”

［4］丁凌华：《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刘言武：《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21年版。

［6］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台北市，1986年版。

［7］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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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工团违反约定，将工人用于战事，根据合同的

相对性原理，也只有惠民公司可以追究陶履德及

其担保人法国驻京公使的责任，华工无权向陶履

德及其保证人追偿。然而惠民公司与陶履德募工

团早已对此心照不宣，这一追偿条款不过是皇帝

的新衣，难以发挥其作用。

（二）募工合同双方争议解决方式的不平等

1. 双方担保形式的不平等

“二十八条”合同版本的开篇规定了法国驻北

京公使代表法国政府，为“工人决不干预战事”“工

人享有免费归国的权利”此二条款进行担保。合同

第二十三条也约定，与工人所议定之合同 ，陶履德

君或其受权人有权将其让渡给工厂主，陶履德君或

其受权人需要担保让受人实行合同，可以看出法国

提供的担保方式仍然仅限于人保，并未规定惠民公

司更为详细的实现其权利的方式。这就意味着陶履

德方如果违反这一条款从而产生契约之债，惠民公

司只能找到保证人，但保证人并未允诺如何进行赔

偿，未提供任何担保实现的方式，这就导致其权利

的行使存在现实的困难。然而这可能正是法方故意

为之的效果，此项条款从诞生之初法方就没有想使

其真正发挥作用。

与之相反，惠民公司的担保责任则规定了担

保物权的实现方式，即保证金。而合同的第十九

条中规定，工人于合同未满期内，如无正当理由，

废弃合同，则应当对于陶履德君或其受权人，赔

偿赴法路费法币六百法郎，此外失去免费回国之

权利。公司对于此项欠款，负连带责任之担保，

其法币三百法郎为保证金。［1］由此可见，惠民公

司对工人被开除以及擅自废弃合同的行为，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将保证金作为遣返路费的一部分，

其数高达三百法郎。且此项保证金已经质押在法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法方很容易实现其担保物

权。法方仅以人保为保证，未为惠民公司提供任

何实现其担保物权的现实途径，而法方实现其自

身担保物权的途径则非常容易达到，这一条款毫

无疑问是不平等的。

2. 双方协议管辖的不平等

两个合同版本中均约定了管辖权归属问题，

其中“二十八条”合同的条款更为全面，其第

二十六条规定，“倘工人与雇主有争执时，为公

司委员所不能调停平和解决者，应在就地之法国

法庭评判之”。第二十七条规定，“如本合同之

施行及解释有争执时，陶履德君或其受权人及公

司各择公断员一人，倘此二公断员意见不一，未

能判决，则由该二公断员择一第三公断员以排解

之。倘两方不采纳此法办理，当声明公诉巴黎赛

纳府之裁判所”。可以看出，此二条款均约定了

法国法庭拥有劳工与雇主的劳务纠纷的管辖权。

而针对陶履德君与惠民公司的纠纷，合同首先约

定了双方内部公断的规则，当内部公断无法解决

问题时，法国法院拥有管辖权。前述劳工与法国

招工团在“劳务纠纷”这一问题的约定中，法方

单方面的管辖权可视作双方为了便于就地、就近

解决纠纷。但对后一问题而言，陶履德与惠民公

司虽为私人名义，实际进行的是政府间的协议，

因而法国单方面享有管辖权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

一旦出现纠纷，法方兼有当事人与裁判员的双重

身份，难以保障中方以及中国劳工的合法权益。

（三）募工合同关于解除权规定上的不平等

“二十八条”合同版本中仅仅赋予了法方单方

面的用工解除权，合同第十八条规定，工人在工厂

或船厂内作工有偷懒不遵命令，不受约束，行为不

正，及不守章程各情，当由陶履德君或其受权人及

雇主商定，并报告中国领事后，即行开除。［2］公

司承认雇主得于三年后，可随时将合同取消，而华

工则无权解除合约。法国政府对华工用工的解除权，

仅仅需要对中国驻法领事行使告知义务，除此以外，

几乎不需要其他履行任何义务。

契约之原则，本为双方利益之保证而设，但

华工契约则不然，许多条款将华工束缚等于奴工，

失却一切自由，对华工方面利益之规定有特别严

重的约束。华工也没有单方解除条约的资格，根

据“二十一条”合同版本的第十九条，华工于合

同未满期内，如无正当理由废弃合同，则需要对

陶履德君或其受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金高达

六百法郎。在一战末期，许多华工希望与惠民公

司解除合同，以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为其他更

高佣金的工厂做工，然而由于与惠民公司的契约

本定有三年及五年两期，三年者公司不负送归回

［1］陈三井主编：《欧战华工史料》，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86 年版。

［2］陈三井主编：《欧战华工史料》，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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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责任，五年则完全由公司送归回国。签订合同

时华工们以为到法工作将是一件苦差，自以归国

为第一选择。而由于一战即将结束，情形变得恰

恰相反，许多华工为了学习手艺知识或积累更多

财富，想要在欧洲多住一段时间，然而他们却很

难解除原来的合同。［1］

在一战末期，法国单方面提前终止华工招募

工作，这种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严重违反了中法两

国达成的招工协议。由于这个协议当初是由法国

驻北京公使馆以法国政府的名义签订的，所以法

国外交部必须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法国驻北京代

办玛德多次致电法国外交部，要求外交部注意军

方在终止华工招募工作上的草率行为。［2］根据玛

德的建议，法国外交部多次致函法国陆军部，提

醒它注意单方面毁约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然而

法国陆军部却对此置若罔闻，认为中国的许多赔

偿要求是不合理的。不过陆军部也承认单方面毁

约所造成的法律问题，并且愿意本着“精神抚慰”

的方式与中方和解，然而这种答复不但缺乏诚意，

且不尊重华工的权利。此外，法国陆军部甚至认

为可以华工素质低劣为借口，拒绝偿付所欠惠民

公司的 200 万法郎。战争结束后，惠民公司亏损

达 18 万元。法国外交部与陆军部之间就惠民公司

赔偿问题所发生的争执，也表明了当时法国的对

华政策十分混乱。［3］

五、结语

一战期间，法国在华的募工活动一直都在中法

双方当局的推动下进行，假借私人名义以间接代理

的方式与劳工签订契约，因而华工在这一过程中受

到了欺骗与双重压榨。虽然法国较之英、俄，其募

工合同相对公平［4］，且表示会给予华工与法国同

等的待遇，但是不论是从其约定的劳动报酬、双方

权利还是实际的工作性质来看，该合同文本还是体

现出了较浓的不平等色彩。

在一战后世界格局重塑的进程中，华工在中国

及其人民寻求平等国际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5］然而这种唯结果论的倾向值得警惕，正如

陈三井先生所言：“惟我勤苦华工参加欧战，实为

人类历史之一大悲剧。华工远涉重洋，冒死效命于

西欧战地，却功成而无闻，身死而名毁。”［6］他

们不仅于工作期间饱受战火威胁与身体病痛之苦，

且遣送回国时未得任何实质之补偿，归国后亦未得

到本国政府应有的恤悯与社会普遍的同情。从事后

的结果出发论证华工出洋事件的积极意义，或许可

以告慰这群身死异国华工们的在天之灵，但对他们

本身而言，肉体的死亡已经宣告了他们生命的终结，

“历史不过是我们在死者身上玩弄的把戏”［7］，

这种强加于受欺骗踏入欧陆战场最终牺牲的华工身

上的宏大意义，更像是鳄鱼的眼泪，与其本身的性

命和经历的苦难相比仍显得轻如鸿毛。

［1］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侨法华工见闻录》，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79年

版，第240页。

［2］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Martel to Quai dOrsay，February9，1918，and February 18，1918，Quai d'Orsay，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1918- 1929，Chine，42.转引自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刘言武：《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21年。

［5］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台北市，1986年版。

［7］伏尔泰：《哲学字母》，“History is nothing but a pack of tricks we play on the dead.”


